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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集约化种植程度的不断提高，作物连作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土传病害严重发生，严重制约了现

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连作障碍发生机理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

对连作障碍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因素分析，缺乏对不同因子内在相互关系和本质的了解，未能深入

揭示连作障碍发生的真正原因。深入认识连作障碍的成因及各要素间的互作关系是防控作物土传病原微生物生长、缓

解连作障碍、实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基础。本文从土壤理化性状及生物学性状恶化、植物生理抗性下降和连作自毒

作用等方面系统综述了连作障碍发生机理，分析了连作障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

望，以期为寻找安全、环保和有效的缓解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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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产品种单一连作种

植在我国严重发生，商品化生产加剧了作物连作现象

的发生[1]。作物连作以高投入和高产出为特点，且对

农药的依赖程度较高，随之而来的连作障碍问题日益

突出，其中以土传病害发生和作物生长受抑为主要表

现，连作障碍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2]。

从发病面积和相对比例上看，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作物

土传病害发生率最高和最严重的国家，我国农药使用

量持续增加与土传病害的频繁发生密切相关，实现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目标，首先必须防控作

物土传病害的农药使用量[1]。因此探究作物连作障碍

的成因及寻求克服或缓解措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3–4]。作物连作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的跨度，

一方面，早在公元前 300 年就出现了连作现象，随

之而来的连作障碍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连作在世

界各地普遍存在，在亚洲的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地均

有较大面积的分布[5]。许多大田作物、经济作物、园

艺植物(包括瓜果类蔬菜和观赏花卉)和中草药等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连作障碍问题，尤其以中草药和蔬菜

作物发生连作障碍较为普遍且严重[6]。 

连作障碍是长期以来困扰农业生产的复杂问题，

作物连作障碍形成机理与防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

究的热点。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分别从土壤物理、

化学、生物学和化感作用等方面对连作障碍的机理进

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本文根据近

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连作障碍方面的研究进展，概述

了作物连作障碍的危害及成因的最新研究进展，并

分析了连作障碍各形成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对进一

步深入认识连作障碍发生原因及形成机理具有重要

作用，旨在为促进作物生长并减轻土传病害发生、实

现农药使用量零增长、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 

1  连作的危害 

1.1  连作种植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连作种植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作物的植株形态、叶

片的光合生理特性和活性氧代谢。作物株高降低、叶

面积减小、叶绿素含量降低、光合速率下降等是作物

对连作的负反馈。通常这种效应与作物连作年限相

关，连作年限的增加将加剧上述危害。如三七连作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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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指数最低，且显著低于对照[7]。

随连作年限延长，辣椒地上部干鲜重显著下降，株高、

茎粗均呈下降趋势，且在连作 8 年差异达到显著水

平[8]。作物连作不仅抑制地上部的发育，而且阻碍作

物地下部的生长。根系作为作物水分及土壤营养元素

的吸收器官也影响着氨基酸和激素等重要代谢物质

的合成，作物根系能够对外界胁迫做出反应并反馈给

地上部，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和营养状况及产量水

平。长时间连作条件下，马铃薯植株根系活力和总吸

收面积显著下降，使根系对养分及水分吸收能力减

弱，减少了代谢物质的合成，进而影响块茎膨大和干

物质填充，这共同影响了块茎产量的形成和地上部植

株的正常生长发育[9]。连作土壤中的根皮苷、间苯三

酚、根皮素、对羟基苯甲酸和肉桂酸均抑制了平邑甜

茶幼苗的生长，且对根系的影响程度高于地上部分，

表现为根系中保护酶活性降低，根冠比降低，增加了

过氧化氢 (H2O2)、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O2
·–) 以及丙

二醛 (MDA) 含量，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 (MPTP) 

开放程度增大，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细胞色素Cyt c/a 

比值下降[10]。 

1.2  连作种植对作物病害发生的影响 

现代单一作物种植模式下，作物生长期病原微生

物的生长和繁殖速率远高于传统种植模式。随寄主作

物连作年限的增加，病原微生物数量终将超过发病临

界值，导致土传病害发生。同一作物连续种植时，因

无病原微生物数量的自然衰减过程，在更短的种植时

间内，土传病原微生物的数量即可达到使作物致病的

临界水平[1]。当归、丹参、黄瓜、茄子、蚕豆、花生、

小麦、番茄、西瓜、烟草等多种作物和中药材连作种

植均可导致土传病害严重发生，致使作物产量下降、

品质变劣。西洋参和人参连作后土传病害锈腐病、疫

霉病和根腐病显著高于正茬[11]。兰州百合长期连作后

导致由尖孢镰刀菌引起的兰州百合枯萎病严重发生，

是导致兰州百合土传病害高发的重要因素[12]。茄子

黄萎病、枯萎病和青枯病等土传病害随连作年限增加

逐年加重[13]。 我们前期对蚕豆连作障碍的研究结果

也证实，随连作年限增加，蚕豆枯萎病发病率越来越

高。同种作物在不同生育时期往往也表现为不同的病

害频发，花生连作条件下，根腐病在苗期多发，且发

病率随连作年限成倍增加；花果期多叶斑病，病株率

近 100%；随连作年限的延长，结荚成熟期的青枯病、

白绢病则也从无到有[14]。土传病害严重发生是连作

种植最直接、最明显的障碍因子。很多研究表明对连

作土壤进行土壤灭菌是减轻再植病害的有效手段，说

明连作条件下土壤中病原物激增是引起再植病害的

重要因素之一[15]。 

2  连作障碍的成因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从土壤学、作物营养学、

微生物学和栽培学等多个学科入手，对蔬菜、果树、

中药材等多种作物的连作障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显著进展。不同作物连作障碍发生的原因差

别很大，但主要来自土壤[16]。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

对连作障碍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并取得显著进展，

这些研究涉及土壤养分亏缺、土壤 pH和物理性状变

化、土壤微生物区系和多样性变化、土传病害和化感

自毒物质积累等内容[17–21]。在连作障碍的众多因素

中，土传病害一直是连作障碍的研究重点[17, 22]，多

年来被认为是大多数作物产生连作障碍的主要原因

之一。除土壤因素外，连作作物自身的抗性也对土传

病害的发生产生影响，因此很多研究者也从作物相关

防御酶活性、根系分泌物差异等方面开展了相应的研

究[23–24]。更为重要的是，连作障碍各形成因素间还

具有相互影响，进一步加剧连作障碍的发生。本文分

别从土壤环境、作物生理抗性和自毒作用等方面及这

些因素相互作用对连作障碍形成的影响进行概述。 

2.1  土壤方面 

2.1.1  土壤养分失衡，抑制作物养分吸收    由于

土壤中原有矿质营养元素的种类及含量是固定的，加

之作物对其具有特定的吸收规律，随连作年限的增

加，作物需求较多的元素在土壤中越来越少，而其他

不被作物吸收的元素越来越多，造成土壤养分失衡。

研究表明，随种植年限增加，土壤有机质、全氮和全

磷显著下降，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钾均显著增加，而土

壤碱解氮含量很低[25]。棉花连作后土壤碱解氮含量

严重超标，土壤有效钾含量下降，表明棉花连作使土

壤中氮、磷、钾比例失调[26]。三七连作栽培使土壤

中无机元素富集，再加之过度施用化学肥料，更易导

致土壤表层某些元素的集聚或缺素，同时营养元素富

集还会滋长病原真菌积累，加重土壤病害，抑制三七

植株生长，最终加剧三七连作障碍的发生[27–28]。花

生连作条件下，某些有效养分，特别是微量元素的缺

乏，一方面降低了植物的抗病性，诱导根系分泌物增

加，而这其中可能包括了抑制花生生长的化感物质；

另一方面造成微生物区系变化，因为有效养分与土壤

微生物区系密切相关[29]。表明连作障碍的发生可能

与某些养分的含量降低有关。 

2.1.2  土壤生物学性状恶化    尽管引起连作障碍

的原因较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土壤微生物区系

和多样性失调，有益微生物减少，病原微生物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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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发植物的各种土传病害 [16]。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多样性及微生物区系变化直接影响土壤的健康

状况，进而影响作物的生长状况[30–31]。连作障碍与

上壤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和多样性密切相关。连作

扰乱了土壤微生物生态平衡，改变土壤微生物种群

和功能。地黄连作后根际累积了大量酚酸类物质导

致土壤微生物生态环境改变[32–33]。花生连作引起土

壤中微生物选择性富集，细菌数量总体下降，真菌

数量显著上升，病原菌数量急剧增大，土壤微生物

从细菌主导型向真菌主导型转化，使病原菌更容易

侵染植物而引发作物的各种土传病害[20]。花生长期

连作显著增加了土壤病原菌的丰度，而这些增加以

牺牲土壤中一些有益真菌为代价[34]。Ying 等[35]对人

参连作障碍土壤微生物群落研究发现，随连作年限

的增加，土壤中有害菌积累递增，有益微生物数量

递减。随连作年限的增加，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

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降低，原因是连作土壤连续种

植单一作物，根系分泌物种类单一，为微生物提供

的营养相对单一、根系活动对微生物的激活作用也

相对较小，激活的微生物种类单一，导致微生物多

样性较低[36]。烟草根际细菌群落多样性指数和丰富

度指数随连作年限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连

作 4 年后细菌群落的多样性水平显著降低[37]。黄瓜

连作第 11 茬后微生物碳代谢能力显著下降，微生物

多样性水平显著降低，偏好羧酸类碳源的微生物种

群得到富集，对单一碳源的高利用碳源数显著低于

1 茬，说明连作 11 茬后的营养基质中微生物种群结

构发生了单一化趋势而影响了黄瓜的正常生长[38]。 

除直接测定土壤微生物区系及多样性变化外，土

壤酶活性的测定亦能反映土壤生态系统中营养元素

转化能力及土壤生物活性变化，可用于衡量土壤的健

康状况。土壤酶活性增强意味着土壤生物活性提高，能

增强植株的抗性。单一作物持续连作会使蔗糖酶、脲

酶、磷酸酶等土壤酶活性随连作时间延长而下降[39]。

随花生连作年限增加，过氧化氢酶活性下降，使根系

的毒害作用加重而引起连作障碍[40]。三七连作后土

壤中关键酶的活性下降，造成土壤解毒能力降低，这

可能将间接加剧土壤中自毒物质的积累，抑制植物生

长，诱导连作障碍发生[28]。 

可见，连作障碍发生与根际生物学性状恶化密切

相关，连作引起的土壤理化性状改变及作物根系分泌

物和残茬在土壤中的长期存留均可导致土壤生物学

性状的变化，直接影响作物生长及抗病能力而导致连

作障碍发生[34]。 

2.2  作物生理抗性下降 

连作不但恶化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还直接降低

寄主作物的自身抗性。连作条件下累积的自毒物质可

通过影响寄主作物的生理生化过程而降低寄主作物

对病原菌的抵抗能力。 

过氧化物酶(POD)及过氧化氢酶(CAT)是作物防

御体系中的重要酶类，当作物遭到逆境胁迫时，POD

和 CAT 可通过清除作物体内过量的活性氧和细胞中

的过氧化氢，使作物产生耐受性，提高抗逆境能力。

研究表明，作物的 POD 和 CAT 活性随连作年限的

增加呈下降趋势，导致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受到损

伤，植物对病原菌的抵抗能力下降，病害易发[9]。 

作物膜质过氧化的程度和水平一般用膜质过氧

化作用的产物丙二醛(MDA)的含量来衡量，膜质过氧

化的程度及水平与作物膜质损伤密切相关。研究表

明，作物连作产生的自毒物质不同浓度外源添加均促

进了作物幼苗根系中 MDA的合成，使 MDA含量升

高，从而降低根系活力，破坏细胞质膜的稳定性和完

整性，作物对病原菌的抵抗能力下降[41]。随连作年

限增加，作物 MDA含量在整个生育期内总体上呈升

高趋势[25]。连作马铃薯叶片 MDA 含量增加导致保

护酶系统遭到破坏，使活性氧自由基大量攻击细胞质

膜系统，导致细胞的正常功能受到极大削弱[9]。可见，

连作破坏了作物抗氧化系统而不能有效清除自由基，

造成自由基过量积累，导致一系列膜功能障碍，进一

步加剧连作障碍发生。 

2.3  连作自毒作用 

连作障碍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大

量研究表明自毒物质产生的自毒作用是导致作物连

作障碍的主要因子之一。 

2.3.1  自毒物质产生的途径    作物可通过不同途

径向环境中释放化感自毒物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自

身的生长，其中地上部挥发和淋溶、根系分泌及残茬

腐解是自毒物质最主要的产生途径。挥发和淋溶：作

物地上部主要通过挥发和淋溶产生自毒物质，在一定

条件下，挥发和淋溶能够相互转化，共同发生。挥发

多发生在干旱高温时期，自毒物质通过作物体表器官

挥发释放到空气中，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同种或同科作

物。杂草胜红蓟的新鲜叶片含有挥发物和挥发油，

能够抑制受试幼苗的生长[42]。淋溶易在多雨潮湿时

期发生，作物体表含有的自毒物质通过雨、雾淋溶

被释放到周围环境中抑制自身或其他作物生长。李

绍文等[43]的研究表明桉树叶片产生的酚类物质被淋

洗下来会抑制亚麻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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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分泌：连作条件下作物根系会分泌化感自

毒物质到根际土壤中，对作物产生直接毒害作用，有

些需要通过与土壤微生物互作间接影响作物生长。

研究发现黄瓜、大豆、烟草、地黄和西洋参等忌连

作作物的连作障碍现象与根系分泌物中的化感物质

密切相关[44]。肖靖秀[45]通过 HPLC 检测出蚕豆根系

分泌物中含有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和丁香酸等自毒

物质。Wu 等[21]从兰州百合根系分泌物中检测邻苯

二甲酸等多种化感物质。棉花根系分泌物含有没食

子酸、绿原酸、香草酸和香豆酸等自毒物质[46]。 

植物残体腐解：植物残体释放自毒物质主要有直

接和间接两个途径，直接途径是植物残体腐烂后直接

释放出自毒物质，而间接途径是通过土壤微生物的分

解作用而释放出自毒物质。不同作物残体腐解释放的

自毒物质种类和含量不同。李坤等[47]的研究表明葡

萄根系腐解物中含有苯甲酸、苯丙酸和水杨酸 3种酚

酸类自毒物质。即使是同种作物，残体腐解不同阶段

释放的自毒物质种类和含量也不同。赵先龙[48]的研

究表明，在玉米秸秆腐解 60、120和 180天腐解液中

均检测出对经基苯甲酸、苯甲酸、丁香酸、邻苯二甲

酸、香草酸和阿魏酸等自毒物质，但在 60 天腐解液

中的种类最多，除检测到上述 6种酚酸外，还检测到

香豆酸、苯丙酸、丁二酸、十四碳酸、肉桂酸等自毒

物质。 

2.3.2  自毒物质的种类    研究发现，萜类和酚类是

高等植物的主要化感物质。萜类化感物质在高等植物

多以挥发油的形式存在，主要包括单萜、双萜、倍半

萜、三萜及多萜等。萜类化感物质多通过挥发和根系

分泌等途径进入土壤，具有很强的化感活性，往往较

低的浓度即能表现出很强的抑制作用[49]。酚酸类物

质为芳香环上带有活性羧基的有机酸，是目前研究最

多、活性较强的一类化感物质[50–51]。研究者均把酚酸

类物质作为化感自毒作用研究的重点，成为公认的化

感自毒物质[44,52]。酚酸类化感物质主要包括羟基苯甲

酸和肉桂酸衍生物、黄酮类、醌类和单宁五大类[53]。

研究者已从多种连作障碍作物的多种组织和根系分

泌物中分离出十余种酚酸类化感物质，其中阿魏酸、

对羟基苯甲酸、肉桂酸和香草醛等均被认为是最主要

的酚酸类物质[50,54]。导致不同作物发生连作障碍的酚

酸种类不同，且自毒物质的来源也不同，自毒效应也

因自毒物质浓度不同而异。He 等[55]从西洋参须根中

分离到反式肉桂酸、对香豆酸、阿魏酸、香草酸、香

草醛、水杨酸、丁香酸、苯甲酸和对羟基苯甲酸这 9

种酚酸类自毒物质，它们对西洋参胚根生长具有抑制

作用。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从蚕豆根系分泌物中分

离出了阿魏酸、香草酸、苯甲酸、丁香酸、水杨酸和

对羟基苯甲酸等自毒物质，并且以肉桂酸的含量最

高。同种作物的不同部位自毒物质含量也不同。王勇

等[56]的研究表明，核桃树体内自毒物质的分布随器

官组织的不同而有差异，其中枝条韧皮部>叶片>芽

体>枝条木质部，且不同核桃品种间自毒物质含量也

存在差异性。  

2.3.3  自毒物质对种子萌发和作物生长的影响    自

毒物质通过抑制作物的种子萌发来影响其生长发育。

Yan等[57]研究表明，酚酸类自毒物质对作物种子萌发具

有较强的抑制活性。蒙古黄芪植株水浸液对其自身植

株生长、种子萌发均有抑制作用，自毒作用明显[58]。

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豆酸对花生发芽有显著的影

响，且这种影响效应与酚酸物质的种类及浓度有关[59]。

除影响作物种子萌发外，自毒物质还对作物生长产生

抑制效应。水培溶液中添加 p-香豆酸能显著抑制西

洋参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长，展叶率、株高、冠幅均明

显下降，高浓度时约 85% 叶片不能完全展开，叶片

生长受到严重抑制[60]。广藿香不同浓度的茎、叶和

根提取物显著降低了广藿香的株高和根重[61]。自毒

物质不仅抑制作物地上部的生长，而且还阻碍地下部

的发育。土壤中酚酸类物质的积累使西洋参根系受到

一种逆境胁迫，根皮苷、根皮素、对羟基苯甲酸以及

肉桂酸处理显著降低了西洋参的根冠比，证明了这些

酚酸类化合物对西洋参根系的影响程度大于地上部

分[60]。酚酸类物质胁迫下，苹果幼苗总根长和平均

根直径均有所下降，这些指标的下降导致根系对养分

吸收能力降低，最终使苹果地下部干物质积累量的减

少[10]。研究表明，自毒物质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表现

出浓度效应，即自毒物质积累浓度越高对作物的抑制

效应越强[62]。 

2.4  连作障碍各因素的相互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产生连作障碍的原因错综复杂，是

作物–土壤两个系统内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外观表

现[34]。连作障碍的形成并非只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

果，而是存在着多因子间的辅助或协同效应。 

2.4.1  连作自毒物质与土传病害发生的关系    大

量研究表明，作物连作自毒作用与土传病害发生密

切相关。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容易引起自

毒作用的作物一般也易引起土传病害产生而导致连

作障碍[23,63]。自毒物质降低了黄瓜生长能力和抵抗

力，与多年累积的病原菌共同作用，形成严重的土

传病害，是连作障碍产生的重要原因[64]。茄子根系

分泌物中自毒物质香草醛和肉桂酸助长了茄子黄萎

病的发生[65]。自毒物质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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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酸助长了花生枯萎病的发生[66]。苯甲酸和肉桂酸

处理显著提高西瓜幼苗枯萎病的发病率，随苯甲酸

和肉桂酸处理浓度提高，西瓜枯萎病病情指数和死

苗率逐渐上升[66]。随酚酸类物质处理浓度升高，土

壤尖孢镰刀菌和甜瓜疫霉菌数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导致黄瓜枯萎病发生[67]。 

自毒物质通过对病原菌直接表现出刺激作用，促

进病原菌增殖而助长土传病害的发生。作物根系分泌

物和残茬腐解物可为连作土传病原菌提供碳源，从而

促进病原菌繁殖或孢子萌发，减弱或消除了某些有益

菌的拮抗作用，使有害菌增殖，从而造成病害的严重

发生[16, 51]。连作西瓜植株腐解物积累大大刺激了尖

孢镰刀菌的生长，尖孢镰刀菌的数量显著增加，且感

病品种比抗病品种更容易促进其生长[63]。对连作百

合的研究表明，连作百合自毒物质邻苯二甲酸显著刺

激了病原菌产毒并提高了病程相关水解酶的活性，从

而促进了百合枯萎病的发生[12]。 

自毒物质加剧土传病害发生的能力与自毒物质

的种类和浓度密切相关。在草莓腐烂组织和土壤中含

量较高的香豆酸，低浓度 (50 mg/L) 处理显著促进

了草莓冠腐病病原菌菌丝的生长并提高了冠腐病的

病情指数，而高浓度 (>200 mg/L) 处理显著抑制了

病原菌菌丝生长，对冠腐病危害无显著影响[68]。随

甜瓜根系残茬腐解液处理浓度的提高，枯萎病菌的产

孢量和菌丝长度显著增加，孢子萌发率显著提高[69]。

黄瓜根系分泌物中的自毒物质对尖孢镰刀菌菌丝生长

和孢子萌发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肉桂酸、

阿魏酸、苯甲酸对甜瓜枯萎病病情指数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处理浓度越高，甜瓜枯萎病发生越严重[70]，表

明化感自毒物质具有促进土传病害发生的效果[71–72]。 

2.4.2  连作自毒物质与土壤微生物的关系    随着

对根际微生态环境中植物–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各

过程的深入了解，研究者认为土传病害的发生和植株

发育不良是作物连作障碍发生的直观表象，但其致病

的根本原因是根系分泌物和腐解物中酚酸类化感物

质引起的土壤微生物区系失衡，最终导致土壤中病原

菌激增而引发严重的土传病害[19]。化感自毒物质是

土壤微生物群落演变的重要推动者，长期连作条件

下，土壤中积累了大量的植物分泌物和腐解物，其释

放的酚酸不断累积，极大地控制着土壤中优势微生物

种群[16]，因此自毒物质酚酸与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

性关系密切[51]。Zhou 和 Wu[73]通过外源添加黄瓜自

毒物质香豆酸至土壤中，导致根际土中细菌显著减

少，同时还造成病原菌大量繁殖增长，表明自毒物质

显著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Guo等[74]对葡萄连

作障碍的研究表明，外源添加葡萄连作自毒物质对羟

基苯甲酸后改变了土壤细菌和真菌的群落结构和功

能多样性，同时对羟基苯甲酸也影响葡萄的根系分泌

物及葡萄根系分泌物与根际微生物的互作，对羟基苯

甲酸介导下微生物和根系分泌物的互作是影响对羟

基苯甲酸化感自毒潜力表现的关键因素，且该互作也

是影响葡萄连作障碍的主要原因。地黄须根自毒物质

阿魏酸和对羟基苯甲酸一方面加剧了病原菌对地黄

的致害过程，另一方面促进了真菌繁殖生长，进一步

增强真菌对寄主的致害作用[71]。外源添加苯甲酸不

仅使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降低，而且促进了土壤中

病原菌增殖并抑制了拮抗菌的生长。自毒物质对病原

菌具有正趋向作用而对拮抗菌却具有排斥作用，病原

菌可以更好地利用作物连作累积的自毒物质，从而比

拮抗菌更易定殖于作物根际，这可能是连作障碍造成

土传病害流行暴发的机理之一[75]。表明化感自毒物

质是连作障碍产生的初始诱因，化感自毒物质通过诱

导改变根际微生物区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影响有

益微生物与病原菌的互作关系而促进连作障碍发生。 

2.4.3  连作自毒物质与作物生理生化和结构抗性的

关系    黄瓜自毒物质肉桂酸使植株保护酶活性降

低，根系活性氧自由基含量增加并加速了膜脂过氧化

程度，从而刺激了病原菌使病菌更易侵入，导致发病

率高，土传病害严重发生[23]。芦笋自毒物质损伤芦

笋根尖和表皮细胞，降低过氧化物酶活性，提高电解

质外渗，从而增加了镰刀菌的浸染机会[76]。草莓根

系分泌物中酚酸物质使根系 TTC 还原活性降低、相

对电导率增大、SOD 酶活性降低及 MDA 生成量增

多、叶片光合作用受抑制程度增加，进而加重草莓根

系养分和水分外渗，根系抗病性下降，枯萎病严重发

生[77]。对羟基苯甲酸处理使草莓体内对枯萎病菌“抑

制型”氨基酸如天冬氨酸含量降低，但提高了“促进

型”氨基酸种类和含量[78]。对羟基苯甲酸胁迫下，

尖孢镰刀菌菌丝在草莓根系中的侵染速率明显加快，

对根系表皮、皮层、中柱薄壁细胞及导管壁结构的破

坏程度也明显加重[77]。表明连作自毒物质通过影响

寄主作物的生理生化过程和组织结构而影响寄主抗

性，影响土传病害的发生和发展。 

3  展望 

3.1  自毒作用与连作障碍 

作物可通过不同途径向环境中释放化感自毒物

质，加剧连作障碍的发生，但目前对根系分泌自毒物

质的研究较多，缺乏对其他释放途径产生的自毒物质

的研究。由于尚不清楚植株水浸液、残茬腐解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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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的自毒物质与根系分泌的自毒物质种类含量是

否一致，根系分泌的自毒物质能否涵盖作物释放的所

有自毒物质尚不明确，同时这些自毒物质对作物的自

毒效应也不清楚。因此，加大对其他释放途径产生的

自毒物质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另外，土壤环境极其复

杂，自毒物质在土壤中易受土壤微生物、土壤理化性

状，质地等因素的影响，而测定自毒物质在土壤中的

增减也是研究其自毒效应的关键。 

不同作物连作所产生的自毒物质种类不同，即使

是同种作物在不同生育期和不同环境条件下连作产

生的自毒物质种类和数量也有差异[79]。目前的研究

一方面多集中在对作物某一个生育期收集到的自毒

物质进行分析，缺少对作物整个生长阶段中各个生育

期收集到的自毒物质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多集中在对

作物某一连作年限释放的自毒物质进行研究，而缺少

对连作年限连续性条件下自毒物质的研究，对于自毒

物质在不同连作年限下对作物的自毒作用是否相同

尚不明确。因此，对作物在不同连作年限、不同生育

期通过不同途径释放的自毒物质有必要进行收集并

研究其对作物的自毒作用。 

3.2  根际微生物与连作障碍 

土壤营养元素的循环受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多

样性、区系等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

对作物连作障碍的研究表明，连作作物根系分泌物改

变了土壤微生物类群，通过控制有益微生物增殖，增

加了根际有害微生物的定植，最终使土壤生物多样性

降低，加剧病原菌繁殖。因此根系分泌物的种类与病

原菌增殖的关系等问题将是今后研究的新热点。连作

导致有益微生物减少，但究竟是哪些有益微生物的减

少引起病原菌增殖，有关根系分泌物–病原菌–有益微

生物的互作关系尚不清楚。近年发展起来的高通量测

序技术，对深入研究连作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

能变化是较好的技术手段，该技术能够分析某些特定

的菌群，如细菌、氨氧化细菌、真菌及一些植物病原

菌 (镰刀菌类、茄科劳尔氏菌) 的变化情况，测定的

微生物种类和数量更加多样、丰富，结果也会更加可

靠[80]。因此，采用该测定技术可明确连作土壤中发

生变化的关键微生物种群，对进一步探明连作障碍成

因及寻找有效的调控措施尤为重要。 

3.3  多因子协同作用共同导致连作障碍 

在寻求连作障碍防治措施中，我们发现单纯的土

壤灭菌只能在短期内能控制某些病害的蔓延，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作物连作障碍问题，表明连作障碍的发

生不仅仅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但目前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单因子水平上，

缺乏对不同因子内在相互关系和本质的了解，未能深

入揭示连作障碍发生的真正原因。如酚酸累积–微生

物变化–土传病害发生的关系，长期连作条件下，土

壤中累积的酚酸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改变、病原真

菌富集、微生物群落环境恶化，而恶化的微生物群落

结构使土壤中的酚酸物质降解缓慢，造成酚酸物质积

累，积累的酚酸不仅继续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而且

会抑制作物生长，提高作物发病率，如此恶性循环，

产生作物连作障碍[59]。但是，化感自毒物质组成差

异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有何影响尚不清楚。且不同

作物及不同土壤的连作障碍可能有不同原因与主次，

今后的研究需综合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寻找关键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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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the intensive cultivation’s degree, continuous cropping results in decrease of 

crop production and quality as well as soil-borne disease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moder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CCO) has been one of hot spot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a lot of 

work have been done from many aspects on CCO. However, most efforts are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a single factor while few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s and essence of the various factors, which hinder the deep reveal of the real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CCO.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auses of CCO an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are the basis to control the soil-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soil-borne pathogens, to alleviate CCO and to realize the zero 

increase target of pesticide consumption by 2020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ed systematically the mechanisms of continuous 

cropping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soil physi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the decrease of plant physiological resistance, 

self-toxicity of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The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led were also 

suggested to looking for the theory evidence of mitigation strategies in a safe, environmental and effective way. 

Key words: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CCO); Soil-borne diseases; Autotoxicity; Rhizosphere microorganisms 

 


